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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嘉学派与清中叶曲学 

———以扬州为中心的考察 

□ 相晓燕 

内容提要 扬州既是乾嘉学派崛起的大本营之一，也是清中叶南方的戏曲活动中心。乾嘉学者与扬州曲家之间关系错综复

杂，焦循、凌廷堪等以治经手法治曲，促进了学术研讨与戏曲创作的互动，推进了该时期的曲学建构。具体表现在：将考据精

神渗入传统曲学，推动了肇始于元代的历史学曲学蓬勃发展，开启了近代王国维等的治学路径；在曲学观念上，主张戏曲要攸

关风化，因此推尊元曲，当行、本色、谨遵曲律等成为传奇创作准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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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相晓燕，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，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文化政策与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。（杭州 ３１００２

８） 

乾嘉时期，在学界独领风骚的是如日中天的朴学。“家家许郑，人人贾马”，考据学风甚嚣尘上，对整个社会文化、士人心

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乾嘉学派形成的同时，正是清中叶曲坛发生激烈变革的时期。花部戏曲在民间蓬勃兴起，雅部昆曲渐趋

衰微，花雅竞胜的这一发展态势，直接影响了此后京剧的形成。朴学作为主流学术思潮，渗入到戏曲界，使清中叶曲学呈现出

独特的学术风貌。通过对该时期曲家身份的确认，我们可以体察到鲜明的学者化倾向，乾嘉学者与戏曲家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

的关系，部分学者以一身出入戏曲和学术间，或以“著书者之笔”染指传奇创作，考据之风因此弥漫剧坛；或运用考据手法治

曲，历史学曲学遂蔚然大兴。本文试以南方戏曲活动中心扬州为地域考察对象，展开具体的论述。 

一、乾嘉学派与清中叶扬州曲坛 

清中叶，扬州作为东南一大繁华的商业都会，四方人士踵相来归。两淮盐运使卢见曾、曾燠等礼贤下士，积极倡导汉学。

盐商马曰琯、江春等贾而好儒，崇文尚艺，倾心结交名流。在他们的学术赞助与扶植下，江浙一带的知名学者荟萃于此，学术

研讨活动蓬勃开展，扬州成为乾嘉学派活动的重要基地。乾嘉朴学虽崛起于以惠栋为代表的“吴派”，戴震为代表的“皖派”踵

其武兴起，最终却由扬州学者集其大成，因有“扬州学派”之誉，其融通会合的研究精神素来为现代学者赞赏。①与此同时，

乾隆六度南巡，盐商争相修建园林，延聘戏曲名家，蓄养七大内班，作迎銮供奉。扬州文人雅集观剧与群众性的戏曲活动空前

繁盛，成为花雅两部竞胜的大舞台。因此机缘，众多学者和曲家汇聚扬州，著书论文，品戏聆曲，促进了学术研讨和戏曲创作

的互动。不少曲家本身即为乾嘉学者，如卢见曾、厉鹗、焦循、凌廷堪等，是以在扬州曲学和朴学交相濡染，这直接影响了清

中叶曲学的发展。 

在扬州，学术与戏曲互渗的迹象，早在乾隆初年的卢见曾幕府中可窥一斑。作为乾嘉朴学的重要扶持者与襄助者，卢见曾

于乾隆十八年（１７５３）二次出任两淮盐运使，前后长达十年之久。期间，他雅慕同乡王渔阳之风采，筑苏亭于使署，日与

文士相酹咏，一时文宴鼎盛。学者惠栋、戴震、沈大成、卢文弨、王昶等前后数十人皆为其座上宾。卢氏爱好戏曲，有时也制

曲谱唱，因此以礼延聘了金兆燕、朱夰、程廷祚等曲家。《雅雨堂两种曲》即由金、朱二氏在卢幕中创制而成。其中，传奇《旗

亭记》还由卢氏亲自修定，并付梨园搬演，时有“满城齐唱谢双鬟”之誉。显然卢幕已成为学者和曲家簇居之地，提供了许多

学术、戏曲交流的机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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幕府主宾间的曲学交流，较典型地体现在乾嘉之际的曾燠幕府。曾燠出任两淮盐运使长达１３年，他昼接宾友，夜染篇翰，

四方文士闻风而至，时人以为较北宋西昆酬唱有过之而无不及。②据尚小明《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》一书统计，曾燠幕府集中

了乾嘉之际著名学者吴锡麒、王芑孙、郭麐等４７人。以文采风流传世的曾燠赏音知律，其幕府中曲家云集，有黄文旸、仲振

奎、吴锡麒、蒋知让、詹肇堂等。黄文旸自称与其有“国士”之知③。嘉庆三年（１７９８）仲振奎的《红楼梦传奇》在扬州

创作完成后，曾燠为之作序。蒋知让之父、曲家蒋士铨的《忠雅堂诗集》亦由曾燠刊刻于扬州，系现存世最早版本。李斗、焦

循与曾燠亦互有诗作酬赠④。此外，历任扬州太守中如小学名家谢启昆、书法家伊秉绶等皆以好士知名，与曲家们交情匪浅。 

好儒和尚艺在清中叶不少扬州盐商身上并行不悖。较典型的如有“扬州二马”之称的马曰琯、马曰璐兄弟“贾而好儒”，其

小玲珑山馆中“横陈图史常千架，供养文人过一生”⑤。浙西派词人厉鹗，精通音律，著有杂剧《百灵交瑞》。他与陈撰、全祖

望、金农、姚世珏等皆曾就馆于此。马曰琯爱好戏曲，不仅蓄名伶，还延聘导师课之以诗文。因此在进行学术研讨的同时，他

们也品戏聆曲，诗酒之会中常伴随演剧活动。 

书院是文化学术传播的重要基地，同时对治曲风气的形成有着明显的影响。两淮盐业的发达，为扬州书院的发展带来了契

机，至乾隆时期，达到鼎盛，可与江宁省会相颉颃。尤以安定、梅花书院为首，“四方来肄业者甚多，故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

者极盛”⑥，其著者如学者任大椿、段玉裁、李惇、王念孙、汪中、刘台拱、洪亮吉、孙星衍、顾九苞、焦循、阮元、黄承吉

等；戏曲家金兆燕、王文治、黄文旸、焦循等人。书院作为知识精英的汇聚之地，通过曲家兼山长的曲学示范，来自不同地区、

背景的生徒间的相互影响和传播，对学术和戏曲的互渗产生了较大的作用。 

掌教扬州书院的山长多为一时名流，学术专长，多有通才⑦。曲学成就最大者当属有“国朝曲家第一”之誉的蒋士铨和传

奇《渔家傲》的作者吴锡麒⑧。不少山长虽未撰写戏曲，但帷帐课徒之余，湖山雅集之际，每有度曲聆音之风雅韵事。在扬州

这一繁华之地，他们以书院为交流场所，承续卢见曾等人营造的风雅。姚鼐、赵翼、蒋宗海等就是其中的热衷人士。⑨赵翼于

乾嘉之际两次主讲安定书院，更是个十足的戏迷，自云“我来作客十余年，看尽梨园舞袖翩”⑩。他与戏曲活动家、商总江春

交厚，观剧题咏，创作了大量的咏剧诗瑏瑡　。兼为知名曲家的山长无疑对学中士子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。乾隆三十七年（１

７７２）至乾隆四十年（１７７５），蒋士铨应两淮盐运使郑大进之邀执掌安定书院。最为人称道的是，所填院本“朝缀笔翰，

夕登毡毹”，其风流文采在扬州传为美谈。《雪中人》、《香祖楼》、《临川梦》、《四弦秋》四种曲皆创制于此时。三年书院讲授，

蒋士铨泽惠扬州士林，阮元、焦循、凌廷堪等后学皆心香瓣之。 

正因为受山长们之曲学熏陶，不少学者非惟喜欢观剧，还不惜降尊屈纡去染指曲事。焦循年二十入安定书院就读，学术研

究突飞猛进，曲学素养亦在此期间奠定。他如汪中曾引明人记载，考证《会真记》故事；江藩撰过《名优记》，惜已失传；江永

著有《律吕新论》、《律吕阐微》；黄承吉写有不少观剧诗，生动地记录了曲家李斗粉墨登场的真实情形。斯时学者们打破身份藩

篱，与活跃于扬州的戏曲家多有交往。以扬州学派重镇阮元为例，他雅慕蒋士铨的人品学识，曾为之作传；黄文旸系其“自幼

里巷间为忘年交”，李斗的《扬州画舫录》由他代为出资刊行。其族姐夫焦循、凌廷堪皆是他相知终生的学侣。嘉庆年间，阮元

任浙江学政，诸人皆追随他入幕。此外，因姻亲关系结缘，黄文旸、李斗、焦循三人交情深厚，李周南为他们的知交密友。 

在扬州，学术和戏曲互渗的迹象，于乾隆四十五年（１７８０）冬设立的扬州词曲删改局中已表露无疑。在局中，总校黄

文旸研穷六经，融贯诸史，集学者识见与艺术家才气于一身。校曲人士中，既有因传奇而名世的曲家金兆燕、程枚、李斗等；

也不乏学术、曲学兼通的人，如经学名儒童树钰、谢溶生、凌廷堪等。换言之，在戏曲、说唱等通俗文艺繁盛的扬州，学者和

曲家这两类才性、气质迥不相侔的群体已判然难分。 

综上所述，在扬州，乾嘉学者与曲家之间关系密切，构成了师友与家族错络有致的人际网络。他们或一身出入曲学与经学

间，如卢见曾、焦循、凌廷堪、黄文旸等；或与曲家交往密切，影响殊深，如阮元、李周南、江藩等。扬州浓厚的学术氛围与

曲学交相濡染，部分学者染指曲事，促进了学术研讨与戏曲创作的互动，有力地推进了清中叶的曲学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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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考据学风与曲学研究 

随着文学复古思潮的风靡于世，晚明戏曲界曾经掀起一个整理戏曲文献的高峰，《元曲选》、《盛明杂剧》、《六十种曲》等戏

曲总集应运而生。但至乾嘉时期曲家始对戏曲文献的整理有自觉的“存古”意识，资料考证与汇集成为各种曲论的共同特色，

这与乾嘉朴学的考据学风大有关联。乾嘉学派重视实证，主张“无一事无出处，无一字无来历”，运用校勘、辨伪、辑佚等知识，

正本清源，去伪存真，展开学术研究。在戏曲界，曲家则以考证手法治曲，全方位地开展曲学文献搜集、整理、考订等工作，

具体表现为曲籍整理、曲韵修订、曲律编纂和曲乐研讨、曲目录、剧史考等。 

曲籍整理方面，晚明时各种戏曲选本形式繁多，包括剧本选集、剧本单出选集、戏曲选集等。至清中叶，雅部昆曲衰颓，

花部戏勃兴，出现了盛演折子戏的热潮，于是一批摘锦集萃的戏曲选集应运而生。这时期值得一提的是玩花主人编选、钱德苍

增辑的《缀白裘》，其书名取“百狐之腋，聚而成裘”之意。全书共１２集，每集４卷，共４８卷，总计收戏曲剧本单出４８９

出。其中第６辑、第１１辑收录花部诸腔（高腔、乱弹腔、梆子腔等）剧本的片断，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。 

乾嘉学派考证经史之余，还致力于音韵学。而乐律一门，亦几蔚为大国，因此乾嘉考证之风亦渗入到曲谱、曲乐等领域。《新

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》即为这一时期曲乐谱的集大成之作。明人已修订了较为完备的南北曲谱，如蒋孝的《旧编南九宫词谱》、

沈璟编《增定查补南九宫十三调曲谱》等。沈自晋在此基础上编成的《南词新谱》于顺治四年（１６４７）刊行，先后历时２

４年。明遗民徐于室初辑、钮少雅于顺治八年（１６５１）完成《南曲九宫正始》，其后李玉等在此基础上增订而成《北词广正

谱》，在南曲曲谱的规范化、完善化方面不断做出了努力。至乾隆六年（１７４１），弘治下令开律吕正义馆，命允禄等修纂《新

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》，历时三年后修定。该谱以取材宏富见长，以最权威的形式对曲体形制作了一个全面的规范，此后曲家

无不奉为圭臬。至此，南北曲体的形式发展可谓由官方划上了一个权威性的句号。 

在剧目记录方面，由于元明两代戏曲名家辈出，佳作如林，是以私家著录不少，但多以专题目录的形式出现，至清中叶始

出现了第一部综合性的戏曲文献目录———《曲海总目》。乾隆四十五年，黄文旸在扬州词曲删改局审校戏曲中之违碍者，后“将

古今作者各撮其关目大概，勒成一书”瑏　瑢。此书虽已佚失，但其总目在《扬州画舫录》卷五中转载得以存世。该目录共收

１１１３种金元明清的作家作品，计分六大类：“元人杂剧”、“元人传奇”、“明人杂剧”、“国朝杂剧”、“明人传奇”、“国朝传奇”。

作为考据家，黄文旸的创作态度是严谨的，《曲海总目》较全面地反映了清中叶元明清三代戏曲的存佚情况，基本梳理了戏曲史

的发展演变过程，是古典戏曲较为全面而有序的一次记录，其分类法直接影响了近代王国维的《曲录》。此后，焦循在其基础上

著成《曲考》，增益戏曲５５种。至道光年间，支丰宜又将黄氏《曲海目》并焦循《曲考》中的增补，辑成《曲目新编》。 

此外，黄丕烈的《也是园藏书古今杂剧目录》记载了元明杂剧近３００种，是清中叶的另一部重要文献目录，其收藏的主

要意图是“庶几可为讲词曲者卷勺之助”。乾隆年间刊行的吴震生的《笠阁批评旧戏目》，记录了明清传奇１７９种，多为其他

曲目所不载或记载有所出入，颇有助于曲目考证。斯时戏曲领域内外普遍重视回顾历史，整理和考订历史著作，乃至普及历史

知识，考据之风亦渗透入曲学中，并流行开来。清中叶出现的几部曲话、剧话之作，如李调元《曲话》、《剧话》，焦循《剧说》、

《花部农谭》及姚燮《今乐考证》，均带有浓厚的考证色彩。在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学术理念、无征不信的治史原则影响下，曲

家在戏曲资料的汇编中，考证题材来源、故事本事，提倡客观实证精神，形成了求真考实的治曲学风，因此使历史学曲学蓬勃

发展起来。 

对戏曲历史和戏曲作家、作品的考证，肇始自明代胡应麟的《庄岳委谈》。此后虽不绝如缕，但终未蔚然成风。直到清中叶，

曲论著作始充满浓厚的考证色彩。李调元的《曲话》对元曲、南戏、明清传奇皆作考索，或罗列前人材料，沿用成说，或在前

人基础上，剔旧立新，颇富考据精神。《雨村剧话》上卷漫谈戏曲艺术的形成与演革，并考论了当时流行的戏曲声腔，下卷专门

考核《月下斩貂蝉》等历史剧题材的由来，对戏曲本事与历史故事之间的“虚”、“实”关系详作考论。李氏“二话”，多转引前

人著作，但通过材料排比，附以己见，因而颇有所得。这种重考证的治曲精神，到了学者焦循手上，得以发扬广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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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循以治经学为主，业余染指曲事。嘉庆十年（１８０５）他完成了《剧说》，该书辑录了自汉唐以来至清初的１６６种曲

话和前人杂著中的戏曲资料。虽然罗列诸家曲论，内容驳杂不精，时有附会，但是焦循在辑录时做了大量的文献爬梳考证功夫，

诸如曲源本末、作者和演剧轶闻、作品本事出处，多所阐发，所加按语往往闪烁着他的真知灼见，包括对戏曲本色论、历史剧

创作中的虚实关系以及戏曲演出的社会效果等的探讨。成书于嘉庆二十四年（１８１９）的《花部农谭》则是焦循专门为十个

花部戏剧目考证本事来源，其中贯注了浓烈的考据精神。此外，《易余龠录》中也有不少篇幅涉及曲学考证。焦循的这三部戏曲

论著无疑是清中叶戏剧考据学的杰出代表作。焦循往往通过史料排比得出新的见解，以大量的历史事实来映证自己的曲学观点，

考索中创见迭出。这种科学的考据精神和研究方法，直接影响了后世的戏曲研究，至王国维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和完善。有学者

指出，“其启动的这一学术方向却产生了至为深刻的影响，从清末乃至当代，历史学的研究已成为曲学新生的主流。”瑏　瑣 

此后杨恩寿的《词余丛话》及续编，既是戏剧批评著作，也包含大量的剧史考证。姚燮的《今乐考证》更是曲学资料的集

大成之作。每一作家或作品之后，征引有关资料或评论，间有剧情提要与姚氏考证，可谓“反映了以乾嘉朴学的方法来研究戏

剧学所达到的水平”瑏瑤　。 

三、学术思想与曲学观念 

乾嘉学者承续了清初顾炎武等明经宗道的学术取向，主张回归儒学元典，借助对经义的阐扬、圣道的探寻，试图恢复与重

现上古时代的社会理想，因此普遍推崇汉儒的考证之学，信奉“凡古必真，凡汉皆好”的理念，具有明显的复古、泥古特征。

在清廷稽古右文政策的导引下，清中叶复古思潮蔚然大兴，影响所及，戏曲领域也强化了追求经典的要义。扬州花雅之争发展

得如火如荼的现实情势，使得焦循、凌廷堪等学者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古典戏曲的发展进行总结。他们明确提出戏曲要攸关风化，

因此推尊元曲，提倡传奇创作要本色当行、谨遵声律等。 

崇古意识是人类的一种自觉的心理认知，反映在人文学科研究往往有“返祖现象”。戏曲复古体现了乾嘉学者诉诸经学的价

值取向，其路径方向可分为两条： 

第一，将曲的源头追溯到《诗三百》，在经学与曲学间架起“情”的桥梁。元明以降，从文体代嬗的角度考察曲的流变，已

屡见不鲜，如清初李渔就认为，“填词非末技，乃与史、传、诗、文同源而异派者也”瑏瑥　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词曲类将此种

文体演变概括得很清晰：词曲二体在文章、技艺之间，厥品颇卑，作者弗贵，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。然三百篇变而古诗，

古诗变而近体，近体变而词，词变而曲，层累而降，莫知其然。究厥渊源，实亦乐府之余音，风人之末派。其于文苑，同属附

庸，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。瑏　瑦虽然其总体论调仍不脱传统之“小道末技”论声口，但亦视之为“风人之末派”，即强调其攸

关“兴观群怨”之旨，以为“叙述善恶，指陈法戒，使妇人孺子皆足以观感而奋兴，于世教实多所裨益”，因此不可完全以俳优

斥之。 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提出的戏曲观念及价值意义影响极大，普遍为清中叶学者所认可。金兆燕、卢见曾在《旗亭记凡例》

中明确提出：“填词虽云末技，实能为古人重开生面，阐扬忠孝，义寓劝惩，乃为可贵。”　瑏瑧焦循更是不遗余力地鼓吹、褒

扬风化，他对冯梦龙删改《灌园记》甚为赞许，以为冯氏所说“自余加改窜，而忠孝志节，种种俱备，庶几有关风化而奇可传

矣”瑏　瑨，可为“传奇之式”；而宫大用《范张鸡黍》第一折，他公然推许为“乃一篇经史道德大论，抵多少宋人语录”　瑏

瑩。究其实质是重新发现“关乎美刺”、“言志咏言”等汉代经学家提倡的政教风化思想。流风所及，清中叶曲坛基本是一派忠

孝节义，曲家所不满的“逾墙窥穴之陋习”、相思淫艳之声也为风化之气涤荡殆尽。 

戏曲复古的表现是在学术与艺术思维之间架构桥梁，结果是消弭经学与戏曲间的悬殊。明清时期，戏曲虽风靡社会，但究

因其体格卑微而被视作“小道末技”。为此，焦循有感于花部戏曲在扬州城乡蓬勃发展的态势，自觉地为戏曲“正名”。具体而

言，他从“情”入手，提出“盖惟经学可以言性灵，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”瑐瑠　，同时认为词曲有助于宣泄人性情中的柔委

之气，而“诗无性情，既亡之诗也。词无性情，既亡之词也。曲无性情，既亡之曲也”　瑐瑡。这样他通过彰显“性情”的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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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作用，沟通起了经学和戏曲间的联系，再借助追溯诗文源流为戏曲正名，就自然得出了元曲足为戏曲典范的结论。 

第二，将复古的实践目标定位在恢复元曲。应该说，元曲向来是明清两代文人曲家尊崇、追慕的典范，但大多停留于精神

景仰阶段，明确标举“复元”是清中叶凌廷堪、焦循等学者提出的。他们以为，元曲是中国古典戏曲的典范，无人能够超越，

足以与唐诗、宋词相提并举。乾嘉时期，诗、词、骈文、小说、戏曲等各种文体中兴繁荣。焦循自觉地对文学史上的文体代嬗

现象进行了反思。他认为每一朝代都有足以代表其最高成就之文学样式，“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”瑐瑢　，元曲足以与楚骚、汉

赋、唐诗、宋词等媲美。显然，焦循是站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高度进行考察而得出的结论，体现出一代大儒之“尚通”的学术

品格。 

凌廷堪则主张奉元曲为传奇创作的圭臬，呼唤戏曲本体的回归。乾嘉时期，在“南洪北孔”的影响下，曲家大都以创作传

统诗文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手法编写传奇，出现“以史作剧，以剧为史”的倾向。戏曲的场上搬演特性被湮没，传奇沦为曲家发

抒一己情志的传统文体之一种。凌廷堪对此现象极为不满，愤然指出戏曲之所以为曲，自与诗、词之体裁迥然有别。而明清文

辞之士“以盲语盲，递相祖述”，曲坛创作风气便“江河日下，遂至破坏决裂，不可救药矣”。因此他提出“取元人而法之，复

古亦易为力”瑐　瑣，即以元曲为典范，重振戏曲并非不可能之事。 

为此，他们重倡元曲的本色、当行理论，呼唤元人“清空古质”的艺术风格，以矫时人之弊。“曲与诗原是两肠”，晚明曲

论家王骥德就指出曲与诗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样式，具有不同的文学特征。但明人标举的“本色”与元曲的根本精神、特有

风貌已大相径庭，与明中期戏曲中尚存的元曲遗风亦已相去甚远。因此，发展到清中叶，“本色”内涵更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，

尤其是大批文士的“悍然下笔”，使得诗词曲之间语言风范不再判然可分。凌廷堪愤然提出“试将杂剧标新异，莫作诗词一例看”

　瑐瑤。他认为戏曲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样式，应有其自身的语言风格，因此，“语言辞气辨须真，比似诗篇别样新”　瑐瑥，

戏曲语言终究以合本色、当行为好。他颇为赞赏元杂剧作家康进之的《李逵负荆》曲词的本色，激赏的是该曲中自然溢出的真

性情。梁辰鱼的《浣纱记》因过分追求文辞的骈偶华丽，就被他讥为“事必求真文必丽，误将剪采当春花”瑐瑦　。 

焦循亦是持“本色当行”论的中坚人物。《剧说》中提及“本色当行”就有多处，如卷五云：“《绣襦记》中《鹅毛雪》一折，

皆乞儿家常口头语，镕铸浑成，不见斧凿痕迹，可与古诗《孔雀东南飞》、《唧唧复唧唧》并驱。沈宁庵谓此为元人笔，非郑若

虚所能办也。然元人《郑元和》杂剧无此曲。”瑐瑧　从焦循对“本色”一词的阐述和应用，可大致看出其本色论的多种内涵：

“本色”有时指戏曲语言朴质自然，有时有指戏剧排场、情节及舞台表演艺术等。在戏曲语言风格上，焦循总体倾向通俗浅显，

浑朴自然，合乎戏剧人物的个性和声口，即“语肖其人”，抒发作家的真性情。 

与此同时，他们提倡作曲要谨遵声律。凌廷堪曾批评当时曲坛声律乖舛的情形，其《水仙子·闻新曲作》词云：“歌残【越

调】【斗鹌鹑】，又唱【黄钟】【点绛唇】。北科南介无人问，是谁家新院本，早庚青，走入真文。宫调几曾辨，务头全未论，吴

语难分。”　瑐瑨表达了他对时人不守音律、宫调务头未辨等现象的不满。他以为，当时的音韵研究已经瓦釜黄钟齐鸣，混乱不

堪，渐失其真，惋惜俗乐二十八调已飘零，仅余十一调而已。凌廷堪特别推崇周德清的《中原音韵》，对周氏之谨守音律、以韵

致取胜极为赞赏。他指出周德清《中原音韵》中已明确无误地指出“入派三声”，然而还有人“扣槃扪籥”，一知半解、以偏概

全地对它进行误读瑐　瑩；而当时普遍存在着“先纤”、“近禁”、“车遮”、“家麻”等开口呼、闭口呼不辨的现象，以致差之毫

厘，谬以千里，造成一些字的音韵相互混淆。　瑑瑠凌廷堪是一位对音律有着精深研究的学者，其《燕乐考原》讨论了燕乐二

十八调之来源与性质，并详细地考证了宫、商、角、羽等二十八调的具体音位情况，所谓“取文献证以器数”，以力矫流俗之弊。

总之，焦循、凌廷堪等学者自觉地接过传统文论的教化标尺，高举戏曲风化论的旗帜，虽然意在抬高戏曲的社会地位，结果却

掀起了一股教化剧的创作热潮。鉴于时人对戏曲场上搬演本体的忽视，他们倡举元人的本色精神，虽然未能力挽传奇衰落之颓

势，但其“一代有一代之所胜”的戏曲史意识对近代及现代戏曲影响深远。 

四、结 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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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前所述，生活于清中叶扬州这一学术与戏曲空前发展的时空下，乾嘉学者与戏曲家亦师亦友，促进了学术研讨与戏曲创

作的互动，有效地推进了清中叶的曲学建构。焦循、凌廷堪等以考据手法治曲，撰写了《剧说》、《花部农谭》等中国戏曲史上

的重要理论著述，促使肇始于元代的历史学曲学蓬勃发展，开启了近代王国维等的治学路径。针对时人以著书者之笔创作传奇、

湮没戏曲本体的现象，他们主张戏曲要攸关风化，因此奉元曲为传奇创作圭臬。总体而言，乾嘉学术思潮的兴起，给传统曲论

开辟了新的领地，其成就斐然的历史学曲学理论，体现出坚实的朴学特色，成为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不过，因考据

学方法的介入，传奇缺少鲜活性而导致创作迅速滑坡，曲学则沦为传统经史研究之附庸。 

注释： 

①乾嘉学者与扬州甚有渊源，《清代朴学大师列传》中所收有清一代学者３７０多名，其中祖籍扬州的多达３６人，加上长

期寓居扬州的学者，占十分之一以上。 

②钱泳《履园丛话》卷八“谭诗·以人论诗”云：“南城曾宾谷中丞以名翰林出为两淮转运使者十三年。扬州当东南之冲，

其时川、楚未平，羽书狎至，冠盖交驰，日不暇给，而中丞则旦接宾客，昼理简牍，夜通文史，自若也。署中辟题襟馆，与一

时贤士大夫相唱和，……较之西昆酬唱，殆有过之。”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版，第２１５～２１６页。 

③黄文旸：《黄河舟中料理诗文旧稿，奉怀姚姬传、曾宾谷两先生》，有“蜀岗较艺心先折，宾谷先生都转两淮，于予有国

士之知，时入觐京师。钟阜谈经鬓早斑。姬传先生为予授业师，时主钟山书院讲席。地北天南两知己，感深老泪落潸潸。”《扫

垢山房诗钞》卷五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集部１４５９，第６２页。 

④李斗《永报堂诗集》中现存诗一首《曾宾谷都转著〈江西诗征〉，作诗奉题》。焦循亦作赠诗《曾宾谷转运于题襟馆种梅

以待宾客，赋此呈之》，其中有“君不道红梨千叶遇真赏，至今人道欧公贤”之句。见《里堂诗集》卷五，清抄本，上海图书馆

藏。 

⑤袁枚：《扬州游马氏玲珑山馆感吊秋玉主人》，周本淳标校：《小仓山房诗文集·诗集》卷二十七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

８年版，第６８７页。 

⑥李斗：《扬州画舫录》卷３“新城北录上”，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，第６６页。 

⑦据陈文和《扬州书院与扬州学派》一文统计，雍乾年间安定、梅花、广陵三家书院掌院有名姓可考者共计３０人，其中

经学１０人，诗文８人，史学２人，书画１人，不详９人。见祁龙威：《清代扬州学术研究》，台湾学生书局２００１年版，第

１７９页。 

⑧吴锡麒（１７４６—１８１８），字圣徴，号榖人，钱塘人。乾隆四十年（１７７５）进士。由编修官至祭酒。嘉庆年间

任安定书院山长。精通音律，著有传奇《渔家傲》。其诗境超妙，得力于宋人者为多。兼工倚声，其骈体文清华明秀，尤名重一

时。著有《有正味斋集》，高丽使臣出巨金争购，厂肆为之一空。 

⑨乾隆四十五年（１７８０），蒋士铨北上时途经扬州，友朋治酒款洽，姚鼐记载了当时名流聚会的情景，“时丹徒王侍读

（按，指王文治）有家僮善歌吹笛，而编修（按，指蒋士铨）工为曲，尝成曲，俾以笛歌。吾曹相从饮酒听歌极乐”，委实是文

学史、戏曲史上的一段佳话。见姚鼐：《蒋君墓碣》，《惜抱轩文集》卷十一，刘季高标校：《惜抱轩诗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

００８年版，第１６８页。 

⑩赵翼：《计五官歌》，《瓯北集》卷三十八，李光颖、曹光甫标点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９０５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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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赵翼《坑死人歌为郝郎作》（《瓯北集》卷３０）、《公宴湘舲于未堂司寇第。自司寇以下西岩、松坪、涵斋、既堂、杜村

及余皆词馆也。江乡此会颇不易得，司寇出歌伎侑酒以张之，属余赋诗记胜，即席二首》（《瓯北集》卷２９）、《松坪招引樗园，

适有歌伶欲来奏技，遂张灯演剧，夜分乃罢》（《瓯北集》卷３６）等诗就是在扬州观戏后所作。 

12 黄文旸：《曲海总目序》，李斗：《扬州画舫录》卷五，第１１１页。 

13 李昌集：《中国古代曲学史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７０３页。 

14 赵山林：《中国戏剧学通论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，第１４页。 

15 李渔：《闲情偶记》“词曲部”之“结构第一”，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》（七），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，第７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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